
 

从家国到人民共和国：

 “天下−中国”转型的历史逻辑

程 雪 阳

摘    要    作为一个政治早熟的文明共同体，中国社会在数千年前就形成了特有的“天下”观和“天下大一

统”理论。然而自启蒙运动以来，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和“人民主权”“民主共和”理念的传播，传统以

 “天子”为核心的君主国模式，因其无力维系国家的和平统一与社会的稳定发展，黯然退出历史舞台。在此

后的百余年内，中国人对如何统一中国为“真正的人民共和国”进行了艰难且曲折的探索。最终，中国共产

党创立的“基于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国家建构模式，既落实和维护了中华文明“天下−中国”的传统，

又符合了民主共和理念的基本要求，同时还丰富了现代民主共和国的多样性，因此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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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人是一种群体性的社会动物。在早期的人类社会，社会是以家庭为基础自然生长和发展的。按照恩格

斯的研究，世界各地的人们首先是组成了母系氏族，数个氏族结合成一个亲属胞族，数个亲属胞族组成一

个部落，数个部落联合成一些小民族。但是在小民族这种社会共同体内部，氏族、胞族和部落仍然完全保

持着它们的独立性。①随着部落间战争频发，领地扩大，人口增加以及农业、手工业、商业等生产部门分

工的发展，氏族制度既无法有效处理日益增多的社会问题和社会冲突，也难以将所有的人口（特别是移民

和奴隶）都纳入以血缘为基础的既有制度之中，“国家”这种超级社会组织于是不知不觉发展起来了。②

对于“国家应当如何建构”这一问题，在漫长的人类文明史中，世界各地的人们发展出了城邦、王

国、帝国、天下、民族国家等各种不同的理论模型和制度模式。但是进入现代社会之后，民主共和理念成

为时代趋势和世界潮流，即使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数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体来说，也需要按照这种新的

理念来进行社会转型和国家重构。但任何社会或民族如果希望存续和发展，就必须有明确的自我意识，了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 117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卷，第 127−128，1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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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并尊重自己的文明形态、历史与国情，确定自身的发展阶段和历史方位，然后顺应时代潮流来决定自己

的国家建构之路。2018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第 36条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

征”写进宪法第一条第二款。2021年 11月 11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

的决议》又进一步指出，中国近一百年形成的首要历史经验是“坚持党的领导”。为了更加系统、全面地

分析和阐释这些重要的理论创新、制度变化，本文拟通过历史分析和比较分析，揭示中国共产党创立的

 “基于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国家建构模式，对于中国国家建构模式转型和发展所作出的贡献以及相应

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一、“天下”观与古代中国国家建构模式的形成与发展

在讨论中国的国家建构问题时，首先需要明确“何为中国”。而要合理地界定“中国”，就必须回到

 “天下”这一东亚文明中独有的概念，因为中国人在思考社会秩序和国家建构问题时，正是以“天下”为

基本单位的。 

 （一）天下与作为国家的“中国”

在中华文明起源之初，中国人就产生了一种特殊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认为，上天是世界万物的主

宰，其通过遴选子嗣来统治天下万民。从表象层面观察，这种世界观衍生出来的国家建构理论和模式，与

世界各地其他国家的“君权神授”建构模式似乎属于同一类型。但深入到表象背后就会发现，基于“天

下”理论所建立的“中国”极为独特。

首先，虽然所有的“天子”都宣称其统治权源自上天的赐予，但中国人早在西周初年就提出了“皇天

无亲，惟德是辅”理论。①根据该理论，“天子”虽然受命于天，但如果不尊天道、不敬厥德，那么上天

就会在人世间选择新的“天子”来统治万民。与其他基于“君权神授”理论不同的是，中国的“天下”理

论认为，“天”不言不语，亦不选派使者（比如教皇或先知）到人间传达旨意，其主要是通过“民心”来

进行显现的。因此，“天”是与符合自然之理的公正社会秩序联系在一起，具有强烈的世俗化特征。②当

然，“天下”作为一种理论框架并没有提供测度“民心”的具体方法和路径，因此“天”确实具有难以言

说的神秘性。

其次，在部落联盟时期，“天下”与“国家”是分离的。比如，中国的第一位“天子”少典氏族的轩

辕，率众征炎帝、杀蚩尤，“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③不

过，黄帝只是“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④，并不直接统治万国。到了有明确历史记载的周朝，“天下”

依然带有世界制度或国际体系的明显印记，因为周的天子只是“天下共主”，其他诸侯不但有自己独立的

领地和统治权，而且有区别于周的国号，所以此时的中国社会呈现“家−国−天下”三层结构。不过，将

此时的“天下”理解为国内法层面的“联邦体制”也并无不妥，因为各诸侯国的国号、领地和统治权都源

自天子的分封，而并不是诸侯国的自我确认。到了公元前 221年，秦灭六国并将天下“分为三十六郡，郡

置守、尉、监”之后⑤，“天下−中国”已经基本从世界制度或国际体系转变成为一种国家制度，此时的

社会结构开始呈现“家−天下（国）”二元对立形态。从现代法政理论层面来看，将此时的“天下”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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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周公旦在给周成王的上书《尚书·召诰》中曾具体论述这一理论：“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

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

乃早坠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兹二国命，嗣若功。”《尚书·召诰》，《四书五经（上）》，陈戍国点校，长沙：岳麓书社，

1990年，第 258页。

②关于如何理解“天”，孟子与其学生万章曾做过深入讨论。孟子认为舜有天下系天受之。万章问“天与之者，谆谆然命之乎？”孟子曰

 “否，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万章接着问“以行与事示之者，如之何？”孟子曰，“天子能荐人于天。”《孟子·万章上》，

 《四书五经（上）》，第 107页。

③司马迁：《史记》第 1册，李瀚文整理，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年，第 1页。

④司马迁：《史记》第 1册，第 2页。

⑤司马迁：《史记》第 1册，第 1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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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单一制”国家形态更为妥帖。①

最后，“天下”一词的含义多元且具有弹性，其在日常生活、文化、政治、地理空间以及哲学等层面

具有不同的内涵和外延。不过，就地理空间层面而言，其并不是无边无际、无远弗届。秦始皇统一全国之

后，天下被设定为“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乡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的区

域。②秦之后的历代王朝更替不断，但“天下−中国”的领土和版图比较稳定。比如，诸葛亮在著名的

 《出师表》中谈到“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时，其所指称的“天下”在地理空间

层面是指秦汉以来的中国版图，在政治文化层面是指以宗法制为核心的礼制秩序和政治实体。虽然在古

代，“天下-中国”的具体地理边界变动不居，但其不是毫无逻辑地随意变动，而是指东亚大陆上农耕文明

和礼制秩序能够达到的地理空间。 

 （二）基于“天下”观形成的君主国模式及其弊端
古代中国的“天下”观认为，既然“天无二日”，那么“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礼

记·坊记》）。所以，天下应当是统一的，天子只能有“一个”，一旦政治实践中出现了两个及以上“天

子”，则应视为一种短暂且需要纠正的“变异状态”，正所谓“天子必执一……一则治，两则乱”。③为

了让这种理念转化为现实，古代中国主要发展出了“天子−宗法封建制”和“皇帝−郡县官僚制”两种君

主制国家建构模式。

 “天子−宗法封建制”由西周初年的政治家们建立。在这种国家建构模式之下，天子既是天下共主，

又是所有家族名义上的最高族长，国家统治权根据“亲亲尊尊”的礼制原则进行分封建制。这种建立在族

权与政权高度融合基础上的国家建构模式有其历史合理性。毕竟克商之周本为蕞尔小国，是依靠联合许多

不满商王朝统治的小国或部落才获得天下统治权，而且当时的交通和信息交流并不发达，因此只能依靠分

封制抵御外敌入侵，依靠宗法制维系国家内部的统一。这种“家国同构”国家建构模式确实具有一定的稳

定性，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亲近的血缘”“强大的武力”“依靠政治行政力量分配土地等资源的井田

制”等社会和经济基础逐渐消失，因此这种国家建构模式最终逃脱不了被历史淘汰的命运。

为了避免“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盛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

止”等弊端的出现④，秦一统天下之后，通过“废封建，设郡县”改革建构了“皇帝−官僚郡县制”国家

模式。在这种国家建构模式之下，以“皇帝”为核心的中央政府直接选派官吏治理地方，因此可以有效避

免地方政治势力分裂国家。但其存在两个方面的制度弊端：其一，这种国家建构模式依然建立在家族制基

础之上。在具体的国家建设过程中，普通民众作为被统治的对象，负有纳粮交税的义务但没有对应的公民

权利，因此对国家态度冷漠，认为“不管谁来做皇帝，只要纳粮，便算尽了人民的责任”⑤。民众中贤达

之士固然可以通过举孝廉、参加科举或参军入伍等方式加入统治集团，并由此造就了一个“官吏不能世

袭、政权普遍公开”的“平铺的社会”。⑥但是这种“平铺的社会”并不是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其依然

被等级森严的礼制秩序所覆盖，而且随着皇权专制程度的不断提高，即使是最高级的官吏也被视为“皇帝

的家奴”而非“国家的主人”。其二，除了王朝缔造者外，继任者们主要是依照“嫡长子继承”制度就任

从家国到人民共和国：“天下−中国”转型的历史逻辑

 

①赵汀阳认为，中国的天下“是一种世界制度，而非一种国家制度”，基于这种理论框架，其希望将中国的“天下”观扩展到当下的国际秩

序之中。参见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 27，53−54页。这种理论创见富有启

发，因为“天下”这个术语确实有含有国际秩序的面向，其承认在中国之外还存在其他国家或政治体。不过，在秦王朝统一中国之后，

 “天下”的核心含义应该是“a country”而非“a world”，因为在“天下”理论框架之下，其他的国家或政治体虽然在地理空间层面属于

 “天下”的组成部分，但在政治和文化层面并不属于“天下−中国”所包括的对象，它们只是接受中国的册封或者与中原王朝构成“朝贡关系”。

②司马迁：《史记》第 1册，第 143页。

③《吕氏春秋》（下），陆玖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 620页。另外，《吕氏春秋·不二篇》中也有“一则治，异则乱；一则

安，异则危”的说法。

④司马迁：《史记》第 1册，第 142页。

⑤孙中山：《三民主义》，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2011年，第 5、88页。

⑥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 74−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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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帝”岗位。至于继任者们是否具有从事国家治理的意愿，又能否胜任“皇帝”这一专业化强、危险系

数高且任务繁重的工作岗位，该项制度并不关心，其将该问题交给不可琢磨的“天命”随机安排。因此，

那些不得不就任皇帝岗位的人、强行突破“嫡长子继承制”登基为帝的人以及根本没有机会被遴选为皇帝

的人来说，他们也都是这种国家建构模式的牺牲品。 

 （三）古代中国对于君主国模式的反思与不足
对于君主国模式的弊端，古代中国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并没有熟视无睹。比如，作为孔子坚定反对者的

墨子就提出了“尚同”“兼爱”的理论，孟子则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仁政思想，而被

后世称为“圣人”的明代哲学家王阳明也强调“人人皆可为圣人”的平等观。基于“得民心者得天下”这

一观念所建立的“天=厥德=民心”公式，以及上述“兼爱”“民本”和“天下为公”理论资源，我们似乎

可以期待古代中国的思想家可以发展出类似“人民主权”的观念乃至国家形态，但是这种理论推演结果始

终不曾出现。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古代中国的理论家们只是为“君主制”国家建构模式提供了两

条漏洞弥补路径，即“通过敬天保民、内圣外王规训皇帝”和“推翻皇帝后另立新帝”。

比如，主张“尚同”“兼爱”的墨子只是希望天子奖赏实行兼爱的人，惩罚不实行兼爱的人，其并不

反对“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论语·季氏》），而是同样认为“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

天下治”（《墨子·兼爱上》）。法家虽然主张“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但其所主张“法”本质上是君主

 “按法治民之法”，而非“人民约束君主之法”。①即使是最富有革命精神的孟子，也不反对“天子”制

度，其只是希望现任天子发掘人性本身的“恻隐/不忍之心”施行仁政，并将“天子”岗位禅让给同样可能

施行仁政的人。孟子确实主张“君主有过，卿室可杀之并取而代之”②，但推翻“独夫民贼”之后，其认

为应该另寻尧舜式的人物就任“天子”岗位③。至于王阳明的“人人皆可为圣人”平等观，主要是一种人

生哲学而非政治哲学，其在国家建构方面并无建树和突破。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古代中国虽然王朝更替不

断，但是君主制国家建构模式却如同四季循环一样，具有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

在没有遇到更强有力的国家理论和制度之前，君主国模式可以通过皇帝或朝廷的威严、权势或武力掩

盖其内在的虚弱性，但近代以来随着自然科学知识的增长、传播和应用，“君权天授”理论逐步破产。当

西方国家通过科学与民主走向强盛并对中国进行殖民和压迫时，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社会达尔文主

义思想的刺激下，以“家天下”为基础的君主国模式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危机。其一，以华夷之辨

为基础的“天下−中国”难以为继，中国人必须承认自身的文明只是多元世界文明中的一种类型；其二，

相比于西欧、北美探索建立的民主共和国家建构模式，君主制国家建构模式在国家能力建设方面存在根本

缺陷，其既不足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也无法有效动员民众参与国家建设和保卫国家统一。晚清以后的中

国虽然统治疆域辽阔，治下人口众多，但国家肥大却不强大，因此只能在内忧外患中走向衰败。

1912年 2月 12日，隆裕太后和末代皇帝溥仪不得不在《逊位诏书》中称，“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

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

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

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

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

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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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李平：《传统中国法学理论论域的架构：−基于先秦两汉法思想的探索》，《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20年第 3期。

②在《孟子·万章下》一文中，面对齐宣王的询问，孟子曰，如果是贵戚之卿“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如果是异姓之卿

 “君有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去”。在《孟子·梁惠王下》一文中，齐宣王在谈到汤放桀，武王伐纣时问“臣弑其君可乎？”孟子曰

 “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③在《孟子·万章上》一文中，孟子以尧和舜的权力交接为例。舜辅佐尧多年，尧晚年时荐舜于天，但舜认为应当由尧的儿子继天子位，所

以自己躲避到南河之南。尽管如此，天下诸侯却并不觐见尧之子，而去觐见舜。各类纠纷也都去找舜去评断，百姓无不称颂舜而冷落尧之

子，所以舜有天下是因为“尧荐舜于天而天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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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近代中国国家建构模式的探索与不足

作为帝制时代的最高政治文本，清帝《逊位诏书》对于此后中国国家建构模式的探索和转型具有重要

而深远的意义。这部宪法性文件表明：（1）清王朝虽是少数民族建立的君主政权，但其认同并坚持中国自

古就形成的“天命观”；（2）为了实现国内和平和国家统一，清帝并不是将国家的统治权（即主权）让与

南方革命党或北方的官僚军事集团，而是将其移转给全国人民，并同意后者组建一个新的共和国，实现中

国从“君主国”向“民主共和国”的转型；（3）满、汉、蒙、回、藏五族所生活或占据的全部领土仍须

 “合为一大中华民国”。清王朝治下的满、汉、蒙、回、藏等各族人民则应融合为统一的“中华民族”。①

当然，如何摆脱当时中国所面临的亡国灭种之危局并建设“一个统一的大中华民国”，并不是这部宪法性

文件能够解决的。 

 （一）不同国情对国家建构模式的影响
人类建立国家的目的是为了缓和社会矛盾，化解社会冲突，避免陷入无序、混乱和纷争之中。但资源

禀赋、人口多寡等方面存在的客观差异，导致各国所要解决的社会矛盾并不完全相同。比如，作为现代民

主共和国起源地的美国，其国家建构的核心是“如何确保劳动者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免受政府侵犯”。而

同为现代民主共和理念起源地的法国，革命和建国主题却是“无套裤汉如何摆脱贫困和匮乏的枷锁”。②

之所以出现这种差异，是因为美国底层民众贫穷但不悲惨，可以享受“每个人都是业主，享有公共事务的

投票权，居住在窗明几净、温暖舒适的大房子里，衣食无忧”的“新英格兰的幸福”（富兰克林语）。③但

在同时期的法国，“2000万人民中……有 1900万人，无论讲起哪一种人类生存境况，都比整个美国最悲

惨的人更加悲惨、更加不幸”（麦迪逊语）。④因此对于法国人而言，单纯地进行美国式的温和政治革命

并不可行，其只能通过暴风骤雨般的政治、社会乃至思想革命来重构社会的基本形态。

近代中国在国家建构方面的基本国情比法国更为复杂。首先，人民的生活极为困苦。占人口多数的中

国农民，如果从事农业生产“无论如何勤奋，总不能跳出困苦的范围”，“终岁劳动，所入能和所出相

抵，就算是幸事”。⑤如果从事其他手工产业，又无法与国外机械产业竞争，于是“在国内的就为兵为

匪，跑到国外的，就作穷苦的华工，展转迁徙，贱卖他的筋力，又受人家劳动阶级的疾视”⑥；其次，虽

然“人人平等且自由”等观念得到传播，“人权−主权”“民族−国家”“政府−国家”“政体−国体”等

新的政治分析框架被知识阶层接受，但国家和社会依然是靠尊卑有序之礼制秩序维系而成的“家族大拼

盘”；最后，以西方列强为主体的外来殖民和侵略，使得中华文明受到重创，并让“天下−中国”深陷

 “内地被瓜分，边疆被独立”的解体危机之中。 

 （二）“三民主义”理论对中国国家建构模式的探索与缺陷
就“如何将中国转型为民主共和国”这一问题，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提供了一套系统的理论框架。

即（1）“用宗族为单位，改良当中的组织，再联合成国族……使满、蒙、回、藏同化于我汉族，成一大民

从家国到人民共和国：“天下−中国”转型的历史逻辑

 

①关于清帝《逊位诏书》对中国国家建构模式转型影响的详细分析，可参见《环球法律评论》2011年第 5期刊发的高全喜、杨昂、章永乐等

人撰写的专题文章和评论。

②汉娜·阿伦特：《论革命》，陈周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年，第 49页。

③转引自汉娜·阿伦特：《论革命》，第 55页。弗兰克林对美国国情的这种描述并不夸张。美国国会 1796年通过的《土地法令》规定，公

有土地（public land）最小出售面积为 640英亩，最低出售价格为 2美元/英亩（1英亩=6.07亩），可分期付款，一年内支付完毕。之后公

有土地的最低出售价格和出售面积不断下降，1820年的《土地法令》规定，公有土地的最低出售价格为 1.25美元/英亩，土地最小出售面积

为 80英亩，但废除了分期付款制。1832年通过《土地法令》规定，土地最小出售面积为 40英亩，但价格没有变化，依然实行 1.25美元/英
亩。参见杰里·L. 马肖：《创设行政宪制：被遗忘的美国行政法百年史（1787−1887）》，宋华琳、张力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6年，第 127−129页。

④转引自汉娜·阿伦特：《论革命》，第 55页。

⑤李季：《社会主义与中国》（1921年 4月 1日），张宝明编：《新青年·政治卷》，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 2016年，第 248页。

⑥李大钊：《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1920年 1月 1日），张宝明编：《新青年·政治卷》，第 1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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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主义的国家”①，解决中国一盘散沙，无法抵抗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问题；（2）通过赋予人民以

选举权、复决权、创造权、罢官权并辅之以“政权和治权分开”原则，解决人民主权和民权保护之问

题②；（3）通过照地价收税和收买及土地增值归公方式平均地权、节制私人资本，解决人民贫困和贫富不

均等民生问题③。正是在“三民主义”理论的指导和推动下，在中国施行数千年的君主国模式最终被推

翻。不过，该理论内在的缺陷导致其难以实现“建设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这一目标。

首先，该理论虽然主张“用革命的方法……打破各人的自由，结成很坚固的团体，像把水和士敏土参

加到散沙里头，结成一块坚固石头一样”④，但却以家族/宗族为基础探索国家建构模式的转型。这种期待

 “用三四百个宗族的团体来救国家”，然后“由宗族主义扩展为民族主义”的国家建构方法⑤，导致依照

该理论形成的革命力量主要是一个以民间会党为基础的“革命大拼盘”⑥，内部思想混杂，派系林立，相

互掣肘，最终导致其内部形成了许多大大小小的新军阀。

其次，为了避免“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主张所带来的国家分裂风险，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孙中山将

自己的民族主义理论修正为“努力实现汉族与满、蒙、回、藏之人民相见于诚，合为一炉而冶之，以成一

中华民族之新主义”⑦。这种“五族共和”式的民族主义理论建构，符合中国传统的“天下大一统”理

论，也是清帝《逊位诏书》予以认可和要求的，但却缺乏明确且具有可操作性的制度建构方法和路径。

最后，该理论认为“民生就是社会一切活动的原动力……土地问题能够解决，民生问题便可以解决一

半”⑧。遗憾的是，“参加同盟会的同志只是注意民族主义，以为只要推翻满清之后，民族主义能够达到

目的，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便自然实现，所以对民权主义固然是不明白，对民生主义更是莫名其妙”⑨。

事实上，由于同盟会以及后来的国民党内部充斥着大大小小的地主和资本家，因此在大陆地区执政时期，

即使采用照地价收税和收买等温和方式进行土地改革，在国民党内部也无法获得广泛支持。⑩

正因上述问题的存在，“三民主义”理论及其所指导的辛亥革命、二次革命等革命活动，既没有为中

国带来和平与统一，也没有让中国变得更加强大和团结，反而因为滋生了许多新问题，甚至让国民产生了

 “民国不如大清”的感觉，并引发了两次帝制复辟。 

 （三）“君主立宪论”的问题意识及其缺陷
1915年 12月，依照清帝《逊位诏书》负责组织共和政府的袁世凯称帝。1917年 6月，地方军阀张勋

又进行了“宣统复辟”。虽然这两次帝制复辟活动最终都失败了，但它们并非只是保皇势力的政治盲动，

而是有特定理论予以指导和支撑。

1915年 7月，作为中华民国政府的宪法顾问，美国法学教授古德诺应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之命，就

 “共和国体和君主国体哪种形式更适合中国国情”制作了一份备忘录。这份对时局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备忘

录认为，一个国家需满足两个方面的条件方可建立民主共和制：其一，广设学校，使人民普遍教育水平提

高，并通过政治练习培养人民参与国家政治的习惯，否则轻率施行共和，断无善果；其二，必须具备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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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孙中山：《三民主义》，第 53−54，260页。

②孙中山：《三民主义》，第 150−156页。

③孙中山：《三民主义》，第 186−187页。

④孙中山：《三民主义》，第 93页。

⑤孙中山：《三民主义》，第 56页。

⑥唐德刚：《从晚清到民国：晚清七十年折射中国转型困境》，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第 372页。

⑦参见周渝；《闭关博览群书 彻底反思革命 上海：三民主义最终定型》，《国家人文历史》2016年第 21期。在 1923年的《中国革命史》一

文中，孙中山再次指出“余之民族主义……对于满洲，不以复仇为事，而务与之平等共处于中国之内，此为以民族主义对国内之诸民族

也。对于世界诸民族，务保持吾民族之独立地位，发扬吾固有之文化……”孙中山：《三民主义》，第 234页。

⑧孙中山：《三民主义》，第 185、188页。

⑨孙中山：《三民主义》，第 184页。

⑩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常常受到国民党内的士绅阶级、侨商资产阶级及军阀牵制，搁而不行。比如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时，宋教仁就在党纲中

将同盟会时期的“平均地权”改为“注重民生”。参见瞿秋白：《孙中山与中国革命运动》（1925年 6月 1日），张宝明主编：《新青

年·政治卷》，第 317−3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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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政权继承问题的法律规则，否则必然导致军政府之专横。美国因为满足了以上两个方面的条件所以施

行民主共和，南美中美各国勉强建立的共和体制，却因为民智卑下往往沦为军事独裁政权，人民受尽蹂

躏。中国数千年以来实行君主独裁政治，学校缺乏、民智不开，民众也没有参与政治的机会和能力，因此

相比于共和制，君主（立宪）制无疑更适合中国。①

作为近代中国重要的理论家，康有为反对中国转型为民主共和国的理由是：（1）民主共和政体可行于

小国，大国必待兵，待兵则不能禁武人干政，故不能行民主共和；（2）美国作为大国可以建立民主共和政

体，主要是因为“其国境界于两海，而四无强邻，无需养兵”，同时还有基督教清教徒传统予以支撑。但

中国“人民之多，道路未通，种族不一，非有强力之政府，必不能统治之。若行美国总统制，则腹心爪牙

遍于全国，庶能弭乱而收统一之效。然总统既有腹心爪牙，为之将帅长吏，以安内攘外，则必复于专制。

专制既久，则必复于帝制”。同时，责任内阁制也不可行，因为会造成“府院不和，必各拥各省督军以内

乱。”（3）相比而言，君主立宪制“既去帝王专制之弊，又无以兵争政之忧”②，因此应当在中国施行。

从上述论证来看，古德诺和康有为并不认为君主国模式是“最优模式”，但他们认为基于“君主立

宪”理论的君主制可以避免中国出现军人独裁式的“最坏的政体”③，是最不坏的选择。民主共和国模式

的支持者们并不反对这种问题意识，但认为其“认清了病灶，开错了药方”。理由是：其一，军阀割据或

军政府之专横在君主国模式之下同样不可避免。比如，“汉之莽、卓，唐之藩镇，独非君主时代之事乎？

即以近事证之，辛亥之役，即不废帝政，袁世凯握八镇之兵，行操、莽之事，挟天子以令诸侯，视六载伪

共和，不更暗无天日乎？”④其二，所有中国丧权辱国兵争民困一切政治之不良，并非施行“民主共和”

所致，而是因为实施了“伪共和”所致。因此要解决中国的国家建构模式转型问题，必须倡导实施“真共

和”。⑤不过，在中国实施“真共和”的方法和路径，在当时却并不明确，依然需要探索。 

三、“基于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国家建构模式的形成及意义

自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就将自身的初心和使命定位于基于民主共和理念重建“天下−中国”。比

如，1922年 7月召开的中共二大就明确指出，“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但在现阶段的

纲领，即最低纲领是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⑥。经过反复

试验和探索之后，中国共产党最终找到了通过社会主义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的方法和路径。 

 （一）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建构方法论的探索
就方法论而言，“三民主义”采用的是“政治革命”方法，即主要是在政治领域推翻帝制，然后建立

总统制或内阁制的政府。对于经济和社会层面的问题，其主张通过税收等措施进行处理。在马克思主义理

论指导下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并不完全认同这种国家建构方法。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一切社会变迁

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

从家国到人民共和国：“天下−中国”转型的历史逻辑

 

①Dr. Goodnow ’  s  Memorandum to the President,  in U.S.  Dept.  of  State,  Paper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1915 (Washington,
1924), pp. 56-57.

②参见康有为：《共和评议》（1917年 3月），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 11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

2−67页。基于“君主制可以维持中国政治稳定和国家统一”这一假设，康有为还曾提出“吾党无论旧朝如何，即有变动，吾党欲戴孔衍圣

公为虚君”主张。参见康有为：《与黎元洪、黄兴、汤化龙书》（1911年 12月），《康有为全集》第 9册，第 216页。

③田雷：《继往以为序章：中国宪法的制度展开》，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 151页。

④陈独秀：《驳康有为〈共和平议〉》（1918年 3月 15日），张宝明编：《新青年·政治卷》，第 114页。需要说明的是，基于对日本国家

法和宪法学的继受，晚清以来理论界在讨论“国体”时，主要是指统治权归属，“政体”则是指统治权的行使方式（即立宪/专制）。不

过，这两个术语的含义及区别在当时并不特别清晰，因此康有为等人理论存在“国体/政体”交替使用的情况。相关资料参见西村裕一：

 《国体概念在日本宪法学的引进−−明治 15年的宪法学序论》，王丹红译，《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22年第 3期；林来梵：《国体

概念史：跨国移植与演变》，《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 3期。

⑤陈独秀：《驳康有为〈共和平议〉》，张宝明主编：《新青年·政治卷》，第 119页。

⑥《中国共产党简史》，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2021年，第 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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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①。为此，必须深入到社会内部研究其基本情况以及

对国家建构的影响。正是在这种彻底的唯物主义方法论指引下，中国共产党人敏锐地发现，一方面，农业

社会是以父权为中心的家族制的经济基础，而君主专制是家族制的发达体。随着农业国逐步变为工业国这

一经济基础的变化，君主制自然也会瓦解②，不可能复辟成功。另一方面，如果没有意志坚定的阶级及其

同盟军，只是依靠会党、无产游民或青年学生进行革命，那么推翻帝制并不能带来真正的民主共和。因为

民间会党只有宗法社会的“头目制度”，而不会有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即使革命成功，会党成员和游民

也会变成新的军阀和官僚。③

也正是基于这一方法论，中国共产党认为，除了进行政治革命外，还需要开展经济和社会革命。具体

而言，（1）唯有动员“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参与到“外争国权，内争民权”政治革命当中，“统一中国为

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这一目标才能实现；（2）在当时的社会中，“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并不是会党或宗族

首领，而是占人口 80%左右的农民，因此“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3）要解决农民问题，

就不能将土地问题认定为“只是民生领域的重要问题”，而应在农村中开展“土地革命”。因为只有通过

 “打土豪，分田地”式的土地革命并建立相应的法律制度④，才能一方面获取无地、少地农民的革命热情

和革命力量，另一方面消除滋生宗法制、军阀割据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

从方法论层面来看，这种人民共和国建构模式具有两方面特征：其一，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从

历史层面观察，无论是母系氏族向父系家族的转变，还是奴隶制、封建制和资本主义制度以及对应的国家

形态的演进和转变，“都是为了保护一种所有制而反对另外一种所有制的革命。它们如果不侵犯另一种所

有制，便不能保护这一种所有制。……（而且）这只有通过公开侵犯财产所有权才能做到”⑤。近代中国

社会是一个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要在这样的社会进行革命并重建国家，那么革命的主要形式就“不

能是和平的，而必须是武装的”⑥。其二，彻底地贯彻了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就像毛泽东指出的那样，

不应把马列主义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不应当只学习其词句，更为重要的是学习其观察

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⑦因此，中国没有必要坐等资本主义发展成熟、工人人数积累到一定程度、劳

资矛盾不可调和时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也不应照搬苏俄的“武装工人夺取城市进而统一全国”模式，而

是可以采取“农民包围城市”的国家建构方法。即首先通过土地革命动员和武装农民建立依托农村的革命

根据地，然后积蓄革命力量待条件成熟夺取城市，最后取得全国革命胜利并建立新的民主共和国。

孙中山认为其所提出的“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因此没有必要在中国宣传马

克思主义。⑧“ 社会主义”和“三民主义”目标确实是一致的，但它们在国家建构方法层面存在根本差

异。而正是这种方法论层面的差异，导致了中国共产党找到了重建中国的主要动力机制，而中国国民党一

直漂浮在中国社会的表层，始终无法获得社会中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 

 （二）“基于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国家建构模式的形成路径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中国人民建立“真正的人民共和国”，除了掌握了科学的国家建构方法

Academic  Monthly 第 54 卷 05 May  2022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 654−655页。

②参见李大钊：《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张宝明主编：《新青年·政治卷》，第 182−189页。

③参见瞿秋白：《孙中山与中国革命运动》，张宝明主编：《新青年·政治卷》，第 316−318页。

④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所建立的各项土地法律制度的分析，可参见程雪阳、高林娜、蒋仁开：《建党百年土地法治建设的历

史逻辑和基本经验》，《中国土地科学》2021年第 12期。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卷，第 129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 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 634−635页。历史和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人员是从土

地革命中产生，为着自己的利益而战斗的，而且指战员和战斗员之间在政治上是一致的。……国民党是反对土地革命的，因此没有农民的

援助。其军队虽多，却不能使兵士群众和许多小生产者出身的下级干部自觉地为国民党拼命，官兵之间在政治上是分歧的，这就减少了它

的战斗力。”《毛泽东选集》第 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190−191页。

⑦参见《毛泽东选集》第 2卷，第 533页。

⑧孙中山：《三民主义》，第 1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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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其所探索的人民共和国形成和实现路径同样重要。

首先，“打土豪、分田地”式的“土地革命”方法虽然科学有效，但也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

革命军队多数来自农民、手工业者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为了避免基于“土地革命”演变成为旧式农民起义

并产生新的军阀或割据势力，以“古田会议”召开为标志，中国共产党针对党内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极

端民主化、非组织化、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等思想和观念进行了批

评和纠正①，确立了“思想建党”和“政治建军”两大原则。所谓“思想建党”，是指工人、农民、手工

业者等各行各业的成员都可以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②，但入党之后，所有党员都必须按照《中国共产党党

章》所确定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来行使党员的权利、履行党员的义务、忠诚于党的事业、执行党的纪律，

从而维护党的纯洁性、统一性和先进性。所谓“政治建军”是指军队“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

集团，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必须全心全意为党的纲领、路线和政策而奋斗”③，而不是没有政治目标

或政治理想的纯粹军事集团。相比而言，“三民主义”理论指导下的国民党就不具有上述优势。“二次革

命”失败后，孙中山为了实现党内统一不惜要求党员向其个人宣誓绝对效忠，但这种个人专制主义既违背

了“民主共和”理念，也导致了国民党的分裂。④1930年以后，虽然通过中原大战等方式国民党在形式

上统一了全国，但作为军事统帅的蒋介石依然需要与各地军事强人称兄道弟讲交情，方能有效调动各地

军队。⑤

其次，虽然古代中国的“天下”观和“天下大一统”传统，为解决国家领土的统一和国内民族矛盾提

供了坚实的观念和文化基础，但如果没有具体的实施方案，观念并不能自动转化为现实。在君主国模式

下，君主是领土范围内各种政治力量的连接点和平衡点，君主及其统治辅助集团可通过天子威严、家族联

姻、爵位册封等方式来维护国家统一。但在民主共和国模式之下，这些措施或路径不再具有施行的条件。

为此，中国共产党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指引，找到了“将国内民族问题转化为社会主义革命问题”

这一团结国内各民族民众的具体路径。即，首先通过“土地革命”等社会革命方式打破国内各民族内部的

利益结构和既得利益集团的统治，然后以此吸引来自国内各民族的底层劳苦大众参加国家统一革命之中，

最后在共同的革命事业中引导各族群众真正建立起超越地域、宗族、民族乃至种族身份的民主共和观念，

从而最终实现了“将多民族熔为一炉形成一个统一的中华民族”的目标。

最后，中国共产党虽然吸收来自全国各族各地“五湖四海、四面八方”的优秀人才，希望将自身定位

为“人民的先锋队”和“领头羊”，带领人民、政府和军队完成“统一中国为独立的民主共和国”的目

标。为此，早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就开始探索通过组建“统一战线”建立新的人民共和国的具体

路径。其具体内容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所有阶级中愿意参加民族革命的个人或社会组织，组建民族统一

战线，然后以统一战线为基础建立“人民共和国。……人民共和国的政府以工农为主体，同时容纳其他反

帝国主义反封建势力的阶级”。⑥

综上，依照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理论和方法，中国共产党通过“思想建党”“政治建军”“重构国内

各民族内部结构”“建立并领导联合政府”等路径探索，创立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建构模式。在该

模式中，人民共和国的政府、军队以及其他国家机关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的。中国共产党则通过

扎根于中国社会基层，吸收社会中各行各业、各地区、各民族的志同道合的公民，实现了重建“天下−中

从家国到人民共和国：“天下−中国”转型的历史逻辑

 

①参见《毛泽东选集》第 1卷，第 85−95页。

②比如，周恩来 1929年 9月 28日代表中共中央起草的《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就指出，“红军的来源只有收纳广大的破产

农民，此种农民固然有极浓厚的非无产阶级意识表现，但只有加强无产阶级意识的领导，才可以使之减少农民意识，决不是幻想目前红军

可以吸收广大工人成分来改变红军倾向的。”转引自李亚彬：《古田会议怎样确立思想建党原则》，《人民周刊》2021年第 14期。

③《中国共产党简史》，第 44页。

④孙中山将同盟会改造为中华革命党时的情形及结果，参见唐德刚：《袁氏当国》，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 104−107页。

⑤参见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 332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 1卷，第 157−1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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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之目标。如果我们把中国社会视为一个有机体，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建立的各级各类国家机构是该

有机体的大脑和骨骼，中国共产党则是该有机体的血液和心脏。虽然中国共产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

机关在社会功能方面各有侧重，但它们同样是依据“民主共和”理念建立的，同样致力于通过社会主义的

方式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国人民摆脱贫困，实现共同富裕”。因此我们可以将这种国家建

构模式称为是“基于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国家建构模式。 

 （三）“基于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国家建构模式的制度优势与意义
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殊为不易，其中的困难不仅来自历史文化传统的包袱与惯性，而且来自肇始于西方

政治理论的“基于民主共和的民族国家”建构模式自身存在严重缺陷。

首先，按照法国大革命建立的“人民=民族=国家”公式，每个民族的成员有权建立自己的国家并实行

自我统治。然而，在真实的社会生活中，很少有国家是由单一民族组成的，即使是最早进入现代民族国家

的法国、英国也不例外。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如何在理论和观念上理解并定位自己，进而有

效处理国内的民族矛盾就变成了非常棘手的问题。特别是当国内民族矛盾尖锐或国家统合能力削弱时，

 “基于民主共和的民族国家”建构模式与生俱来的精神分裂基因开始扩张，甚至可能会导致国家分裂；其

次，民主共和理论建立在“人民可以通过理性沟通和协商以维持共同社会生活”假定基础上。即使不考虑

复杂的民族问题，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和职业利益分化，不同区域、行业或阶层的民众也常常出现“理

性难以同约”的问题。由此导致一些重大的社会问题常常因为人民内部的分歧而难以达成共识，甚至造成

社会分裂。美国在 19世纪发生的内战以及今天在医保、持枪、堕胎、种族平等领域存在的问题就是典型例

证；最后，在理想状态下，现代政党应当发挥调和社会矛盾的功能。但随着矛盾不断增加，社会内部的均

质性和同质性不断流失，经由革命所建立的“被解放了的个人共同创造自己的命运”这一的信念逐步被削

弱。①在这种情况下，竞争性政党为了获得执政权和领导权，会主动地放大族群、职业、阶级、性别等领

域存在的矛盾，进而通过增加人民内部矛盾和扩大仇恨来争取选票。②在特定的情况下，一些政党（比如

苏格兰民族党，土耳其的库尔德工人党）甚至会提出脱离国家的主张。其结果是，社会的团结和国家的统

一不是与日俱增，而是不断削弱。

比较而言，中国共产党探索出的“基于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国家建构模式，不仅继承了现代民主

共和的基本理念，而且通过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制度框架弥补了“基于民主共和的民族国家”建构模式的内

在缺陷，更有利于实现人民的理性沟通和协商。具体来说，这种国家建构模式，一方面坚持了人民主权理

论，承认来自各阶层、地区、民族的公民都是国家的主人，所有的国家公职都向公民开放。坚持社会主义

道路的国家公民不仅有资格和机会依法通过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参与民主等全过程民主方式，参与到国

家和地方事务的商议之中，而且可以通过选举、考试等民主或公平的方式竞聘国家法律设定的各类公职岗

位。另一方面，针对各类各级国家机关不能为人民的理性沟通和协商提供充足制度和组织保障的问题，该

模式又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这一政治机制。根据该机制，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所有地区和社区的

各族人民中间普遍建立党组织，并通过民主集中制原则凝聚共识、形成政策主张，进而通过各级人大商

议、确认后制定各级各类法律规范然后施行全国。因此，中国共产党不只是单纯的社会组织或政党，其同

时承担了统合四方、凝聚社会共识、及时化解观念、利益、立场纷争的社会责任。就像邓小平总结的那样

 “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来领导，许多事情很难办，首先吃饭问题就解决不了。我们

的改革不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不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这两点是相互联系的，是一个问题。没有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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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与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童世骏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

6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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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ump-time-person-of-the-year/. 美国宪法学者阿克曼认为，美国的问题是制度性的，而不完全是某个人的问题，因为美国“现代总统制的病理

走向已经深入骨髓”，“美国白宫（已）转变为魅力型的极端路线和官僚践踏法律的平台”，并将由此导致美国的衰落。布鲁斯·阿克

曼：《美利坚共和国的衰落》，田雷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 11−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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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领导，就没有社会主义道路”。①

在这种国家建构模式之下，中国共产党作为国家和社会的领导者，负责通过领导人民进行理性沟通和

协商“形成共同意志”。各级人大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则负责通过法定职权和程序“验证和确认人民的共

同意志”。经过这种“形成−确认”二阶机制，人民的共同意志可以真实且及时地反映出来并转化为具体

的国家法律规范。因此“依照人民主权理论所建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依照先锋队理论所建立的中

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制度”构成相互补充之关系。中国社会要实现自身的存续和发展，国家机关

和中国共产党需要同时各司其职，共同发挥将国家和社会“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功能。

就历史和现实意义而言，这种国家建构模式，不仅在于其创造性地解决了困扰中国人数千年的“天道

只能感知却无法事先测度和验证”的历史性难题，而且在于其同时化解了西方“基于民主共和的民族国

家”建构模式内在的“通过理性沟通难以形成广泛社会共识”等缺陷和弊端。②另外，虽然“民主”与

 “共和”有变成同义词的趋势，但这两个术语的含义、功能及其所代表的理念并不完全相同。“民主”侧

重于多数人的统治或意见表达，“共和”则与美德、审慎、均衡、和平等理念或价值联系在一起。“没有

民主的共和”只是少数人的统治（比如西周的周召共和，罗马的贵族共和），但“没有共和的民主”则可

能沦为多数人的暴政，甚至可能会让国家在民粹主义的激情中掉入黑暗的深渊（比如法国大革命）。在

 “基于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国家建构模式之下，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侧重于落实国家的民主性，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侧重于落实国家的共和性。这种国家建构模式之下的民主是“理性而不失激情的民主”，有利

于维护社会各阶层、各地区、各民族、各种职业或行业的根本和长远的利益，可以最大程度地避免社会的

分裂或沉沦。

当然，“人民共同意志的形成−确认”二阶机制和“国家/人民的双重代表” 机制的正常运行，依赖于

对于权力的有效制约。为此，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国家层面提出了“全面依法治国”治国方略，并

将这一治国方略定位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根本性、全局

性、长期性制度保障。为子孙万代计、为长远发展谋”的历史性选择③。同时在管党治党层面中国共产党

提出了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的“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并且将“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党章。只要这些国家

法和党内法规得到有效的执行和落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探索和建立的“基于社会主义的人民共

和国”国家建构模式必然可以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 

四、余 论

美国的政治家基辛格曾经不无惊讶地评论说，中国“仿佛受一条亘古不变的自然法则的左右，中央政

府每次垮台，都会被重建”④。在中华文明漫长且久远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这种“亘古不变的自然法则”

确实是存在的，其具体表现就是深入中国人骨髓的“天下”观和“天下大一统”传统。但是当人类的自然

和社会知识积累和演进到近代之后，通过君主国模式已不足以落实和支撑这种观念和传统，中国人需要为

 “天下−中国”提供一个新的国家建构模式和制度框架。清末以来的各种国家建构模式的探索与实践表

明，西方政治理论所提供的“君主立宪制”“议会民主制”“基于民主共和的民族国家”等国家建构模

式，既无法真正解决近现代中国所面临的民困国乏问题，而且也不能有效解决其自身存在的各种社会问

题。中国共产党探索建立的“基于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国家建构模式，不但通过社会主义统一了中

从家国到人民共和国：“天下−中国”转型的历史逻辑

 

①《邓小平文选》第 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 242页。

②针对“基于民主共和的民族国家”模式所存在的弊端，西方一些政治哲学家也进行了反思。比如德国的哈贝马斯认为，应当通过发展民间

社团等方式在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之间建立一个独立的公共领域，然后公民在该领域通过理性商谈等方式形成社会议题和公共舆论，并通

过政党等建制化的机构将这些议题和舆论传导到国家立法机关形成法律，从而实现人民通过法律自我统治。这种被其称为是程序主义的民

主观和人民主权理论，从逻辑上来看是非常合理且必要的，但作为其理论基础的“理性商谈”并没有强有力的组织保障，实施效果有待进

一步观察。参见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与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第 453、618页。

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 85页。

④基辛格：《论中国》，胡利平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第 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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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而且通过社会主义建立了一个现代的人民共和国，并在这一人民共和国之内维护了中国的和平与安

宁、民族的团结与统一以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基本权利。也正因为如此，2018年修宪之后，我

国《宪法》第一条第二款一方面规定“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另一方面又规定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人民共和国创建不易，坚守更难。比如，有学者认为，无论是民族国家的形式结构、 还是立宪民主的

实质结构，甚至民主共和观念是否适合中国，在当下的中国社会都还未能成为最广泛的共识。①因此，如

何在政治层面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在法律层面协调党内法规与国家法的关系，在社会层面进一步增强全

体国民的中华民族意识，在行政管理层面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在经济层面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

定性作用，并进一步破除区域保护建构真正统一的国内大市场等问题，依然需要继续研究并不断进行制度

完善，因此，“基于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国家建构模式也需要不断创新和发展。不过，中国数千年的

历史经验和教训以及当下激烈的国家竞争表明，如果中国人希望继续在“天下−中国”的理念和框架下，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两大目标，那就应当在守正创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和

完善中国共产党创立的“基于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国家建构模式，而不是艳羡或照搬照抄别国的模

式。因为“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主要看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全体人

民能否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人民群众能否畅通表达利益要求，社会各方

面能否有效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国家决策能否实现科学化、民主化，各方面人才能否通过公平竞争进入国

家领导和管理体系，执政党能否依照宪法法律规定实现对国家事务的领导，权力运用能否得到有效制约和

监督”②，而不是其他标准。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民生保障理论研究”（21&ZD190）的阶

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王 鑫）

From Family State to People’s Republic State:
The Historical Logic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Tianxia-China”

CHENG Xueyang

Abstract:   Thousands  of  years  ago,  as  a  civilized  community  with  political  precocity,  Chinese  society
formed a unique idea of the “Tianxia” (“天下”) and the theory of “the unification of the Tianxia”. After the
18
th
 centur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natural  science  and the  spread of  the  idea  of “people’ s  sovereignty”

and “ democratic-republic” ,  the  traditional “ monarchical-nation”  construction  model  with  the  core  of

Emperor, is unable to maintain the peaceful unity of the country and the stabl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has withdrawn from the historical  stage.  After the middle of 19
th
 century,  the Chinese people have made a

difficult and tortuous exploration on how to unify China into “a real People’s Republic nation”. Ultimately,

the model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nation based on socialism” which creat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not only implements and maintains the tradition of “Tianxia-China”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but also

meets  the  basic  requirements  of  the  idea  of “Democracy  &  Republicanism”  and  enriches  the  diversity  of

modern  democratic  republic.  Thus,  this  special  nation  construction  model  has  important  theory  and  real

sense.

Key words:  nation construction, Tianxia, People’s Republic State,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oci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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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任剑涛：《从家国到国家：中华帝国的民族国家转向》，《社会科学战线》2022 年第 4期。

②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民主白皮书》，http://www.scio.gov.cn/zfbps/32832/Document/1717206/171720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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